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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之“度”与中国新诗的阅读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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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歌文本的超规定性决定着阐释难以得出确定结论，但阐释无度的合理性论证起来困难颇多。从

卡勒对里法泰尔的批评，到卡勒与艾柯的辩论，再到刘西渭与卞之琳的讨论，共同呈现了符号衍义的开放性，也

一并展示了设立界限的必要性。“圆宝盒”衍义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卞之琳和刘西渭的阐释过程都隐去了从

具象到抽象的路径，阐释成为封闭的自我行为; 最具启示意义的则是刘西渭倡导的基本阐释立场———诗人挡不

住读者。里法泰尔提供的诗歌阐释理论，为新诗阅读难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我们必须清楚，诗歌符号学

的每一次阐释实践获得的也只是部分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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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解诗学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刘

西渭和卞之琳就《鱼目集》中相关诗篇进行的交流

与讨论乃新诗史上著名的阐释公案。然而至今，读

者对新诗的阅读困惑仍居各种文体之首。刘西渭和

卞之琳的讨论已触及新诗阅读的关键问题，只是我

们理 解 得 还 不 够。无 独 有 偶，西 方 几 位 符 号 学

家———里法泰尔、卡勒、艾柯等，在诗歌阐释问题上

也争执不休。下文将重返历史语境，对读中西方诗

人、学者对诗歌阅读问题的论争，一方面重估“圆宝

盒”衍义的意义，另一方面以诗歌符号学理论为依

据探讨现代诗学中的阅读难题。

一、“圆宝盒”的衍义:

刘西渭与卞之琳的一段阐释公案

1936 年 4 月至 7 月，《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22 期、142 期、158 期和 182 期上，分别刊登了刘西

渭和卞之琳就《鱼目集》中相关诗篇的反复探讨。
其中《圆宝盒》一诗争议最大，不同的解读，构成符

号释义活动中无限衍义的几个环节，即便作者本人

也无法终止衍义过程，后来有更多的讨论加入。
下面以对《圆宝盒》的多种解读为中心，考察新

诗史上的阐释问题。为方便分析，首先引出全诗:

我幻想在哪儿( 天河里?)

捞到了一只圆宝盒，/ 装的是几颗珍珠: /
一颗晶滢的水银 / 掩有全世界的色相，/ 一颗

金黄的灯火 / 笼罩有一场华宴，/ 一颗新鲜的

雨点 / 含有你昨夜的叹气…… / 别上什么钟表

店 / 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别上什么骨董铺 / 买

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 你看我的圆宝盒 / 跟了

我的船顺流 / 而行了，虽然舱里人 / 永远在蓝

天的怀里，/ 虽然你们的握手 / 是桥———是桥!

可是桥 / 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 / 而我的圆宝

盒在你们 / 或他们也许也就是 / 好挂在耳边的

一颗 / 珍珠———宝石? ———星?［1］3—5

《圆宝盒》阐释引发的问题和思考如下:

第一，两种封闭式的寻找“圆宝盒”意旨的方

式。刘西渭从“别上什么钟表店”连续四行诗，推断

“是否诗人心想用圆宝盒象征现时? 这个猜测或者

不见其全错。那‘桥’———不就隐隐指着结连过去

与未来的现时吗?”但下面的诗句“可是桥 /也搭在

我的圆宝盒里”，现时搭在现时里，似乎讲不通; 刘

西渭继续假定，圆宝盒象征“生命，存在，或者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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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的结合”。于是“我”的生命在生命之河中流

动，也会碰到种种交流，而“我”那充满理想和追求

的生命，在别人眼里，或许只是挂在耳边的“珍珠”、
“宝石”或“星”。最后，刘西渭指出:“还有比这更悲

哀的，我们诗人对于人生的解释都是装饰: ‘明月装

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①

圆宝盒究竟是什么? 刘西渭并无意过多纠缠于

此，其解读的终点是对“装饰”的理解和阐发。卞之

琳对自己笔下的物件似乎更钟情一些，在回应文章

中明确指出“圆宝盒象征现时”是全错，诗人认为更

妥当的解释是“心得”、“道”、“知”、“悟”、“beauty of
intelligence”; 至于“桥”，作者扭转了刘西渭的纵向

勾连，“明明是横跨的，我有意指感情的结合。”卞之

琳对圆宝盒的解释，使得具体符号的意旨更加抽象，

倒也符合其知性诗歌的特点。卞之琳对总体诗意的

阐释，更看重“相对”的意味，而非“装饰”，“一沙一

世界”，圆宝盒可大可小。不过，在进行一番颠覆之

后，卞之琳指出:“我写这些诗到底不过是直觉的展

出具体而流动的美感，不应解释得这样‘死’。我以

为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

了。”②阐释诗歌，确实不应拘泥于一种所谓正确的

观点，但若意义接收者止步“意会”，也无益于阐释

的展开。
诗若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实际上是说，散

文具有相对明晰的言说对象———抽象的观念或具体

的现实。所谓“意会”，所谓“言传”，更多指涉的是

对一首诗内容的领会和转述，接收者的注意力集中

于符号的对象，而诗歌恰恰是跳过对象直指解释项

的符号。因此，诗歌难以“言传”的是对象部分，而

符号自身和解释项，应当被仔细观照。诚然，无论用

何种方式进行观照，诗歌阐释都不会得出唯一答案。
《圆宝盒》意在“装饰”还是“相对”? 二者无需对

决，值得注意的是各自的衍义过程。
反推衍义过程，可以见出，“装饰”说是从功用

上分析圆宝盒; “相对”说是从大小上延展圆宝盒。
这种从结论出发，还原分析过程的尝试，为两种解释

的分歧提供了可能的依据，即对“圆宝盒”做分岔衍

义似的解释。但无论刘西渭的印象式批评，还是卞

之琳的通信交流式批评，都极富跳跃性，他们几乎不

约而同地将圆宝盒高度抽象化: 刘西渭———
→

圆宝盒

现时、生命、存在、我与现时的结合; 卞之琳———
圆宝盒 → 心得、道、知、悟等。从具象到抽象没有

问题，问题在于阐释过程几乎完全隐去从具象到抽

象的路径，因而阐释就成为封闭的自我行为。
第二，诗人挡不住读者———刘西渭的基本阐释

立场。面对卞之琳的纠错、指正，刘西渭的态度犹疑

不决。刘西渭首先表达了读者的难处: “一个读者，

所有经验限于对象( 一部书，一首诗) 的提示，本身

和作者已然不同，想像能否帮他打进读书的经验，即

使打进去，能否契合无间，正如一句伤心的俗话:

‘天晓得!’”［2］这句辩白，隐含着读者对作者的追

逐，读者想要领会作者全部的意思，何其之难!

“一行美丽的诗，由它的灰烬，无限制地重生出

来”，如同刘西渭借用瓦雷里所表明的，诗歌文本蕴

藏着无限丰富的含义。由此出发，对于《断章》一诗

的不同解释，刘西渭认为，“我的解释并不妨害我首

肯作者的自白。作者的自白也绝不妨害我的解释。
与其看做冲突，不如说做有相成之美。”［2］此处，诗

歌文本意义普遍繁复的特征，成为读者的解释与作

者的解释得以并存的基础。
在《圆宝盒》的阐释问题上，刘西渭忽然对作者

依赖起来，但“圆宝盒”果真必须如卞之琳所言解释

为圆的宝盒吗? “你”必须解释为“情感”吗? 由“挂

在耳边”联想到“装饰”就一定全错吗? 这些问题都

不会有也不必有整齐划一的答案。
刘西渭对作者的过分认同，或许和“态度谦虚”

一类的批评外围的因素有关，虽然对《圆宝盒》的阐

释做了一番较为彻底的自我检点，他还是亮出了鲜

明的立场为读者之自由呐喊:“如今诗人自白了，我

也语完了，这首诗就没有其他‘小径通幽’吗? 我的

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

吗? 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

吗? 不! 一千个不! 幸福的人是我，因为我有双重

的经验，而经验的交错，做成我生活的深厚。诗人挡

不住读者。”［2］把读者从作者的遮蔽中拉出来，还读

者以自由，更是还阐释以自由。这才是新诗阐释的

起点，一切刚刚开始。
有意味的是，卞之琳晚年对五十年前与李健吾

的争辩颇感后悔。他放宽了对文本意义的限制和读

者阅读感受的自由，尽管依然认为《断章》意在表现

“相对”，“我着意在这里形象表现相对相亲、相通相

应的人际关系，本身已经可以独立，所以未足成较长

的一首诗，即取名《断章》。第一节两行，中轴( 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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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西渭对《圆宝盒》的解读，见他为《鱼目集》写的

书评，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22 期( 1936 年 4 月

12 日) 。
卞之琳对刘西渭评论的回复，见他写的《关于 ＜ 鱼

目集 ＞》，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42 期( 1936 年 5 月 10
日) 。



诗眼) 是‘看风景’; 第二节两行，诗眼是‘装饰’，两

两对称，正合内涵”。但对于预料之外的解释，已不

觉困扰。作曲家冼星海为该诗谱曲，仍以《断章》为

题，题下标注 Lente“徐缓”( 带伤感) ，卞之琳听不出

“伤感”，但“见谱上明明注了‘带伤感’，我想人家这

样‘接受’，确也未尝不可”［3］209。
第三，个体体验是读者( 意义接收者) 最后的法

宝———阐释无“度”吗? “当一切都不可靠的时候，

自我总不至于滑出我观察的中心。”①读者在阅读

中，常常想要努力接近作者以及文本意欲传达的意

义，但无奈歧路百出，唯一可靠的似乎只有自我的体

验和感知。刘西渭讲“自我”，我们引申为“个体体

验”，其实还可以再扩大一点，概括为“个体的阐释

活动”，包括阐释主体的感悟、思考、分析、推论等一

系列思维活动。
在通向某个最靠近文本意义的路上，布满障碍

和不确定性因素，阐释主体唯有依靠自我的思维活

动。刘西渭一方面拨开作者和文本的制约，让阐释

的自由落到读者身上; 另一方面又以某种确定的意

义作为 参 照 系，“我 的 用 心，在 怎 样 努 力 接 近 对

方———一个陌生人———的灵魂和它的结晶。我也许

误入歧途( 犹如现在) ，然而我避免隔靴搔痒。”①

二、由“诗歌符号学”引起的批评

“阐释”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它仍在各种

文学理论中占据显赫位置，符号学尤其如此。卡勒

指出:“里法泰尔把意义的研究等同于阅读的研究，

诗歌符 号 学 实 乃 讲 述 读 者 处 理 或 理 解 文 本 的 方

式。”［4］80卡勒虽然对里法泰尔所作的诗歌符号学建

构多有推崇，但认为他对读者的自由限制过多，没能

坚持对“文本和读者之辩证关系”的分析。写《诗歌

符号学》的里法泰尔至少在两个问题上令卡勒非常

不满。
第一，里法泰尔受到阐释的诱惑，没能完成起

初的诗学设想。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几乎是

迄今为止唯一一本最具系统的诗歌符号学理论著

作，其基于主型、模式、核心语、不通、追溯阅读法等

关键概念基础上的论述，自成体系且别具一格。从

结构主义阶段到解构主义阶段，卡勒对文学研究有

相对一致的要求: “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研究的目

的正在于努力去理解文学的符号机制，去理解文学

形式所包含着的诸种策略。”［5］127在某种特定的理论

形态之上，卡勒始终执着于大文学理论观，即坚持文

学本体论方面的探索。因而，在肯定《诗歌符号学》
成就的同时，卡勒无法容忍里法泰尔过分沉醉于具

体文本的阐释。
第二，里法泰尔在文本与读者之间，较多地偏向

于文本。在意义的探寻过程中，文本与读者，恰似一

场拉锯战的双方，难分上下。“新批评”、“结构主

义”、“符号学”、“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等诸

多理论，对文本或读者的偏重上，虽没有绝对清晰的

变化轨迹，但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大体经历了

从偏重文本，到偏重读者，再到调和二者的过程。
斯坦利·费什的《罪的惊诧: 〈失乐园〉中的读

者》、斯蒂芬·布思的《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伊
瑟尔的《暗含的读者》、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

以及卡勒的《福楼拜: 不确定性的运用》等著作，“都

描述了读者怎样试图依据认为是有关的代码和惯例

来影响文本，以及文本对特定阐释模式的抗拒或服

从。正是于读者活动的描述之中，作品的结构和意

义显现出来了”［6］25。卡勒发现诸多理论家对意义

的论说，实乃在讲述一个阅读的故事，其中，里法泰

尔讲述的故事更富戏剧性。
在对多种阅读理论进行考察之后，卡勒点出阅

读的故事中有一个奇怪的特征: “即文本与读者是

多么容易转换位置: 读者建构文本的故事，一转眼就

成了文本激发读者某种反应，从而主动控制了读者

的故事。”［6］58《诗歌符号学》在文本与读者间滑动，

总体上更偏向于文本对读者的激发，从教学式阅读

到追溯阅读，读者在文本的制约下被迫完成跨过藩

篱的动作。卡勒承认文本激发读者进行意义阐释的

力量，也注意到，甚至一些专注读者的批评家，如费

什，都无法确保读者的地位。尽管如此，卡勒仍然坚

持认为读者创造文本，肯定读者在阐释中享有独一

无二的地位。

三、“诠释与过度诠释”之辩

卡勒期望赋予读者更大的意义解读空间，“符

号追寻”阶段的卡勒已经显示出对阐释的宽容态

度。1990 年，在与理查德·罗蒂、艾柯等围绕“诠释

与过度诠释”展开的辩论中，卡勒更是义不容辞地

选择了为“过度诠释”辩护的角色。
艾柯在仔细考察皮尔斯关于符号“无限衍义”

( unlimited semiosis) 的观念之后，强调“从‘无限衍

义’这一观念并不能得出诠释没有标准的结论。说

诠释( ‘衍义’的基本特征) 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

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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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刘西渭和卞之琳的通信，《关于“你”》，发表于

《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82 期( 1936 年 7 月 19 日) 。



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说一个文本

潜在地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能得

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7］24—25。依据皮尔斯的“无

限衍义”概念，符号表意过程永不结束，我们无法终

止“符号—意义—符号—意义—符号……”的延展

过程，但意义无法穷尽，并不意味着，对意义的解释

没有限定和标准。艾柯的提醒把“无限衍义”从一

种可能的误用中解救出来。艾柯多次强调阐释一定

有某种必须遵循的标准，比如华兹华斯的诗句: 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 依据华兹华斯所处时代的

语言系统的基本情况，gay 一词不具有“性”内涵，不

能被理解为“同性恋”。艾柯退一步假设，如果华兹

华斯的诗稿在一个神秘瓶中被发现，我们无从判断

其时代背景，那么 gay 一词能否被理解为“同性恋”
呢? 这首先取决于文本其他部分是否允许，如果允

许的话，可能继续推测，这个文本出自一位模仿浪漫

主义作家的当代作家之手。艾柯进一步说: “我进

行揣测的只是‘文本的意图’，或者说，运用文本策

略能够确认出来的那个‘标准作者’的意图。”［8］73艾

柯阐释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文本意图”，很难

清楚地描述出来，它被放置在标准作者、标准读者与

文本之间构成的动态关系中: 文本意图不能直接从

文本的表面看出来，而是由标准读者推测出来，并由

此勾勒出一个标准作者，因此“文本就不只是一个

用以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诠释在论证自己

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9］68。
艾柯的“标准作者”类似于韦恩·布思的“隐含作

者”，而“标准读者”则类似于斯坦利·费什的“阐释

团体”。艾柯、布思和费什在各自不同的理论倾向

下共同的趋向是，在一定程度上，剥除有血有肉的经

验作者和经验读者对文本的专断统治。处于阐释循

环中的文本意图，既是阐释活动的目标，又反过来制

约着阐释活动的展开。
对于艾柯一再表明的阐释的自由是有一定限度

的自由，卡勒予以强烈反驳，“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

有趣”，他借用切斯特尔顿的形象表述加深这一认

识:“一种批评要么什么也别说，要么必须使作者暴

跳如雷。”卡勒倒也不是一味对阐释求新求异，而是

始终坚持阐释的诗学探索，“不应该将文学作品的

诠释视为文学研究的最高目的，更不能视其为惟一

的目的; 如果批评家们执意如此，那也应该尽量多思

考一些问题，应该将其思维的触角伸向尽可能远的

地方。”［5］119在诗学建构的宏观视野下，卡勒对里法

泰尔、罗蒂、费什等学者的阅读理论均有不满。
正是在大文学理论的层面上，卡勒对过度诠释

予以辩护:“大量被误以为是‘过度诠释’( 或稍好一

点，被误认为是过度理解) 的东西，其目的正是力图

将作品文本与叙事、修辞、意识形态等一般机制联系

起来。”［5］125所谓“过度诠释”，往往是对阐释边界的

拓宽，我们一旦注意到阐释者的努力，“过度”的说

法也就自行消解。具体说来，卡勒至少在以下两方

面对艾柯做了回应。首先，针对艾柯认为的“文本

确实给予读者大量自由的阅读空间，但这种自由是

有一定限度的”，卡勒以解构主义的意义观进行反

拨:“解构主义虽然认为意义是在语境中———文本

之中或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功能———生成的，但却

认为语境本身是无限的; 永远存在着引进新的语境

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惟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设立界

限。”［5］130解构主义理论家强调不能把语境生成意义

的功能绝对化，语境不可穷尽，那么对文本意义的发

掘亦无终点。符号运行机制、意义生成、文本构筑等

问题的复杂丰富，决定了阐释无需也无法设立界限。
其次，针对艾柯认为的，过度将偶然的东西视作至关

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专业性的有意曲解，卡勒却认为

此乃打开语言和文学迷宫的一把钥匙。散落于文本

间的碎片，或许暗藏玄机，甚至折射出一套不易被察

觉的意义系统。围绕“诠释与过度诠释”展开的这

场论辩中，卡勒不遗余力地为“过度诠释”鸣锣开

道，准确地说，卡勒希冀祛除“过度诠释”这一概念，

因为意义的开放性，阐释无关乎“度”。
通过仔细辨析艾柯和卡勒的观点，我们发现二

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比如，卡勒主张意义不可

穷尽，而艾柯对此并不否认，他在第一篇论辩文《诠

释与历史》中，就借用皮尔斯的“无限衍义”表明衍

义的潜在无限。不同的是，艾柯倚重可能意义与对

可能意义进行阐释之间的关系，而卡勒在解构主义

和大文学理论观的影响下，更看重文本意义的不确

定性和无限可能性。
由文本而读者，由阐释而理论，卡勒为文本的阐

释打开了一扇通向无限的大门。理论上，阐释之

“度”可以被完全剔除，但无度之阐释的合理性论证

起来困难重重。对于华兹华斯诗句中的 gay 一词，

卡勒应该无法说服艾柯将它解释为同性恋。我们暂

且退后一步，只把卡勒的主张看作为读者的自由而

辩，而此辩护的合理性植根于皮尔斯的“无限衍义”
理论。

卡勒看似和刘西渭一样，为过度阐释辩护，然

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卡勒的出发点在于不存

在所谓确定的意义和正确的意义，这一点从他对里

法泰尔、费什等人的批评中均能见出，前文已多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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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刘西渭则始终难以摆脱作者的羁绊，尽管他有

过“作者挡不住读者”的宣告，但实际上还是常受制

于作者和文本的约束，所以，他给出的不过是阐释无

“度”的假象。
回到“诠释与过度诠释”之辩，卡勒以各种方式

强调意义永远无法穷尽，艾柯则坚持阐释一定有度，

二者看似针锋相对，实则互为补充。阐释是否有

“度”? 阐释之“度”如何界定? 这些问题必须被提

出来，这些问题却很难回答，此乃阐释面临的一大悖

论! 从卡勒对里法泰尔的批评，到卡勒与艾柯的辩

论，再到刘西渭与卞之琳的讨论，共同呈现了符号衍

义的开放性，也一并展示了设立界限的必要性。接

踵而来的问题是: 阐释何为? 结合上面的引证和分

析，笔者试图给出一种诗歌阐释的选择。
原则上，符号( 文本) 意义，开放且不确定; 诗歌

文本的反语法、反模仿、断裂、跳跃等“超规定性”特

点，都决定着阐释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唐湜在评

论陈敬容的《交响集》时强调，“艺术的成熟的理想

固然是雕塑似的凝定的意态，但那是为了比音乐的

旋律有更无限的流荡，更大的震幅与更多的水流般

的奔涌，凝固甚至定型的枯萎却是艺术生命的死

亡。”当他读到陈敬容这样的诗句“我的歌呵，穿过

万道回廊 /掷出它最后的形体”时，他质疑“真正的

艺术品果真有‘最后的形体’吗?”他的回答是否定

的:“文学里面的好诗，潜伏在字里行间的流质永远

不能被人啜干，好诗的理解与感受或二者的凝合永

远不会完全，甚至连诗人自己也只能抓住物象的一

环，结合着自己的生命力无意识地掷出他的意象，连

他也只能朦胧或茫然地凝视，却不能轻易地说已经

把握了永恒或全般。”［10］182 唐湜强调诗歌意义的无

限，特别指出，诗人只是提供了最初的物象，而由物

象到意象，再到更深层的意蕴，皆非可掌控之物。
彻底打开意义体系之后，我们再来面对具体的

阐释活动，既然意义不确定，那么对诗歌的阐释就有

必要避开几种误区: 寻找某种主题意义; 过分依附某

种现实对应; 把意象从文本中割裂开来，紧抓作者的

经验和文本产生的背景，肆意阐发等。
诗歌指向自身的本质特点，注定与形式论契合

无间。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虽不是尽善尽美，

但确定无疑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诗歌阐释观念，从

形式论入手思考诗歌，并留下大量精彩的阐释个案。
“主型—模式—文本”是构成一首诗的基本框架，

“核心语”是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互文性”、“不通”、“超规定性”、“追溯阅读法”等，

也是其重要的阐释理念和方法。只要我们注意文本

与读者的辩证关系，避免走向文本强迫读者的歧途;

只要我们清楚，诗歌符号学的每一次阐释实践，获得

的也只是部分文本意义，那么，里法泰尔所提供的诗

歌阐释理论对于中国的新诗阐释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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